
刘勰在 《文心雕龙·原道》篇中说，文

章之道在于“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

目”。由此可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文学

是被赋予政治使命的，抒写民生疾苦、纠正

朝廷弊端、保持政治清明，也成为文人不可

推卸的社会责任，而实现这一社会责任的一

个重要手段就是谏诤。可以说，中国历朝历

代的文人都有谏议意识，但在唐朝表现得尤

为明显，陈子昂、杜甫、王维、白居易、元

稹、杜牧、岑参、李益、司空曙、高适等都

担任过谏官，很多没有担任过谏官的文人，

如房玄龄、虞世南、韩愈、柳宗元等也都积

极进谏。这种文士精神和谏诤意识的高度契

合出现的原因及产生的影响是值得深入考

察的。

文士精神与谏议意识的
高度契合

唐朝是我国古代言谏制度逐渐走向成熟

的重要历史阶段，谏官的设置、职掌以及权

力保障机制等都走向制度化。唐代开国之

初，统治者鉴于隋亡的教训，特别重视谏诤

的作用。贞观年间出现了很多有名的谏官，

如魏征、王珪、戴胄、马周、褚遂良、令狐

德棻等，皆“拾遗补阙，有诤谏之风”，其

中魏征更是被称为“千古第一谏臣”，他和

太宗之间建立起一种良好的君臣关系，主能

纳谏，臣善进谏，成为一代政治风尚。经过

唐太宗几十年的励精图治，唐朝的根基更加

稳定，经济文化都出现了繁荣局面。从高

宗、武后到玄宗天宝年间的一百多年中，虽

然政治上出现过动荡，但从大的方面说，仍

然呈现出盛世气象。这一时期，充任谏官的

文人也多为名士，如陈子昂、卢藏用、李

邕、严挺之、辛替否、张说、张九龄、吴

兢、王维等人。而稍后的一代“诗圣”杜

甫，也表现出了强烈的谏诤精神，虽然杜甫

的仕途短暂曲折，但他的谏诤意识通过诗歌

的形式体现了出来。中唐时期，特别是宪宗

元和年间，唐代的谏诤风气仍然比较活跃，

文人纷纷以文学的形式进谏，其中最具代表

性的有二：在诗歌领域，以元稹和白居易为

代表的新乐府运动兴起；在散文领域，以韩

愈和柳宗元为代表的古文运动展开。晚唐时

期，具有讽谏精神的现实主义诗人也较多，

比如皮日休、曹邺、聂夷中、杜荀鹤等人。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唐朝文人中有很多

都担任过谏官，傅绍良先生依据 《旧唐书》

和 《新唐书》《全唐诗》《全唐文》《唐才子

传》等资料，检索出了做过谏官并在诗歌和

散文方面有成就的文学家百余人。其中，任

过拾遗的有：陈子昂、许景先、孙逖、卢藏

用、张九龄、辛替否、吴兢、李邕、严挺

之、卢象、綦毋潜、王维、杜甫、高适、张

镐、杨绾、皇甫冉、独孤及、司空曙、白居

易、元稹、柳公权。任过补阙的有：张说、

辛替否、吴兢、王维、岑参、权德舆、杜

牧、柳公权、郑良士、崔道融。任过谏议大

夫的有：魏征、李景伯、卢鸿一、高适、陆

贽、卢仝、柳公权、李翱。任过给事中的

有：孔颖达、王维、孔巢父、袁朗。任过散

骑常侍的有：高适、贾至、李泌、李益、裴

夷直、柳公权、郑綮。这些耳熟能详的文人

名字都和谏官联系在一起，是一个重要的文

学现象。

文人谏诤意识强烈的原因

在儒家学说中，谏诤是实现有限君权的

主要形式，也是臣下责无旁贷的权利和义

务。唐代文人的谏诤意识从根本上说也是来

源于儒家思想，但它比其他朝代更强烈、更

明显，杜甫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

淳”，韩愈的“我心如冰剑如雪，不能刺谗

夫，使我心腐剑峰折”，白居易的“可使寸

寸折，不能绕指柔”都是这种刚正不阿的谏

诤精神的体现。唐代文士精神与谏诤意识实

现了高度统一，这与唐朝宽松的政治氛围、

谏官体系的建立以及官府的有意提倡都有密

切的关系。

其一，唐朝统治者对谏诤抱有宽容的态

度。唐承隋制，实行科举制度，而科举制度

以儒家经典及词赋等为主要考试内容，有利

于选拔杰出的文人为官，为文人进入仕途打

开了一条通道，也促成了多样的入仕途径和

广泛的政治参与，实现了文人积极的入世情

怀和崇高的理想追求。从宏观上说，唐朝统

治者对于谏诤也能持一种“闻者足戒、言者

无罪”的宽容态度，唐太宗从谏如流为整个

王朝奠定了良好的基调，使得后世之君对于

纳谏非常的重视。据学者统计，自贞观元年

（627） 到哀帝天佑四年 （907），各个皇帝先

后正式下达的求“各上封事”“直言极谏”

的诏敕就有12次之多。后来的君主虽然难有

太宗那样的胸怀，但对于逆耳之言仍显现出

包容的气度。君主的这种个人的执政之风也

形成了比较宽容的社会氛围。

其二，唐代谏官体系的建立，为文人谏

政提供了良好的制度保障。唐朝实行三省六

部制，这种框架的主要特征是权力的制衡，

这为谏官参与政治提供了很好的平台，使得

谏官能够参与决策的制定和审核，保证了谏

官能够广泛、有效地参与政事。唐代非常重

视谏官的谏诤作用，除了沿袭前朝的散骑常

侍、谏议大夫、给事中等谏官的设置外，又

首置了拾遗、补阙等谏官，进一步完善了谏

官体制。此外，谏官的职掌和对谏官权力的

保障也走向了制度化。为保障谏官权力，唐

代允许谏官随宰相入阁议事，参与决策，允

许他们随时进封事，并运用回避制度保障谏

官的独立谏诤权。唐代谏官的设置从体制上

说是比较完整、合理的，为那些身任谏职的

文人谏政提供了良好的制度保障。

其三，唐王朝为保证谏官职能的更好发

挥而有意任用文人做谏官。相比于汉朝来

说，唐朝非常看重官员文学修养水平的高

低。在唐朝，文学逐渐从儒学中分离出来，

获得独立地位，这在科举中表现得尤为明

显。唐朝科举中最受重视的进士科主要考察

的就是诗词文采，呈现出明显的轻孝轻德、

重文重智的用人价值取向。唐代政治本身就

有重文的风尚，而谏官的工作性质更决定了

他们除了要有贤良方正的品行外，还必须要

有广博的学识和卓越的文采。除了初唐和晚

唐之外，唐朝最负盛名的文学家几乎都做过

谏官，这其中陈子昂、杜甫、王维、白居

易、元稹、杜牧、岑参、李益、司空曙、高

适等都是当时一流的文人，这种现象绝非偶

然，而与政府有意任用文人做谏官的政策取

向密切相关。

文人谏风兴盛产生的影响

文学与政治的结合，文士与谏臣的合

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文人的谏

诤意识对文学本身产生了深远影响，唐代文

学的写实性以及文学思潮中强烈的社会责任

感与谏诤意识密不可分。文人谏诤意识的高

涨使得唐朝文学具有浓厚的写实色彩以及高

度的社会责任感。这种端倪在唐初贞观时期

就已开始显现，孔颖达等人主张继承讽谏传

统，但提倡把委婉曲折的谲谏改为开宗明义

的直谏，这对于唐初的文学风格产生了重要

的影响。到陈子昂时期，谏诤精神对于文学

的影响就完全显露出来。促使陈子昂“以风

雅革浮侈”的动因正是他强烈的谏诤意识，

他重质轻文，反对六朝柔靡诗风，标举汉魏

风骨，强调兴寄以讽刺时弊，《感遇》 组诗

就是典型代表。他的这种论道匡君的精神、

追求兴寄的文学理性，对唐诗自我风格的确

立具有重要意义。作为现实主义诗人的典型

代表，杜甫 “即事名篇”， 以诗谏政，开新

乐府之先河。不管是“三吏”“三别”，还是

《悲陈陶》《兵车行》，文学高度和社会责任

感的统一，这其实就是文士精神与谏议意识

高度契合所产生的影响。中唐时期兴起的新

乐府运动和古文运动与文人的谏诤意识更是

息息相关，其倡导文风改革的动因与孔颖

达、陈子昂、杜甫等人所体现的现实主义及

社会责任感是一脉相承的。他们秉承谏臣的

求实精神和政治责任，用一种积极入世的姿

态来对待文学，提倡“文以明道”的精神，

赋予文学以强烈的政治色彩和鲜明的现实品

格。所以说，唐朝的文学思潮被深刻地打上

谏诤意识的烙印。

另一方面，对于谏诤来说，大量文人参

与谏诤，提高了谏诤的社会影响力。文人们

写出了很多流传千古的谏章，典型的如魏征

的 《谏太宗十思疏》、虞世南的 《薄葬议》、

陈子昂的 《谏灵驾入京书》、韩愈的 《谏迎

佛骨表》、白居易的 《论制科人状》 等，这

些谏书都可谓是思虑深刻、文采飞扬，为一

时所重。如魏征的《谏太宗十思疏》中提到

的“居安思危”“载舟覆舟”“择善而从”

“垂拱而治”“戒奢以俭”等观念影响深远；

而且这篇谏书写作上很有特点，奏疏从头至

尾，多用骈偶，辞工文畅，音律和谐，铿锵

成韵，读来如觉连珠滚动，气势不凡，历来

为人称颂。再如陈子昂的 《谏灵驾入京书》

洋洋洒洒，通过对历史、地理、政治等详尽

的分析，极有说服力地得出已故皇帝还是安

葬洛阳为妥的结论，这样既可省百姓之财

力，又能使国内安定。这篇谏书感情饱满、

文采斐然，在社会上引起了轰动效应，时人

卢藏用在 《陈氏别传》 中记述了当时的情

况：“时洛中传写其书，市肆闾巷，吟讽相

属，乃至转相货鬻，飞驰远迩。”可见，作

为杰出文人，陈子昂不凡的文采为谏书扩大

了社会影响力，谏书已经不是仅供皇帝御览

的文章，而成为吸引社会舆论广泛关注的话

题。可以说，文人进谏所产生的文化感染

力，已经超出了政治的范畴，具有更深远的

社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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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初异姓八王虽然都凭借认知悟

性与选择智慧、谏言能力、战争才干

等恰逢其时的特质 ，“ 徼 一 时 之 权

变，以诈力成功，咸得裂土，南面称

孤 ”， 但 其 中 的 臧 荼 、 韩 王 信 、 韩

信、彭越、英布、卢绾六个“终于灭

亡”，张耳“以智全，至子亦失国”，

只有吴芮“传号五世，以无嗣绝，庆

流支庶”。这无疑与西汉政权建立后

巩固皇权的需要、刘邦和吕雉的个人

做事风格等历史背景因素相关，但也

不能忽视对八王沉浮故事作事件分

析、反思其自身从政经验教训的重要

性。甚至有观点认为：“问题不在于

汉高祖会乱杀人，而在于下属如何做

功臣。”史家也有类似评价，《资治通

鉴》 提到韩信时就曾说“信亦有以取

之也”。内因是根本，从内因的角度思

考意义重大。

忠诚不够

为政者一定要忠诚。长沙王吴芮

之所以能“传号五世，以无嗣绝，庆

流支庶”，最主要的原因，正是史家评

价汉初异姓八王时所指出的“有以矣

夫！著于甲令而称忠也”。对吴芮的忠

诚，汉朝廷的核心代表刘邦本人也曾

明确地高度赞赏，他“制诏御史：‘长

沙王忠，其定著令’”。

刘邦看重忠诚，在其起兵之初就

已有实际事例。最为典型的表现，就

是与雍齿的关系。秦二世二年十月，

刘邦命令雍齿守丰，两月后魏人周市

攻打沛、丰两地，雍齿接受魏的招

降、反叛刘邦并替魏守丰。刘邦“怨

雍齿与丰子弟畔之”。于是，此后五个

月内，刘邦四度攻打丰。到汉七年

初，暂时未受封的将领们三三两两地

聚在一起，担心终究不被封赏甚至被

诛杀，有谋反迹象。对此，张良献

计，提出“取上素所不快，计群臣所

共知最甚者一人，先封以示群臣”。最

后，刘邦依计策选择封雍齿为侯。可

以说，这是为稳定众人之心，而封了

自己最不喜欢的曾经叛变之人。再到

刘邦击败反叛的英布回朝、经过家乡

沛并设酒宴时，免去了沛县百姓的赋

税徭役。沛县父兄请求也免去丰的赋

税徭役，刘邦再次提及雍齿的反叛

说：“丰者，吾所生长，极不忘耳。吾

特以其为雍齿故反我为魏。”在父兄坚

持请求下才勉强给予丰和沛一样的

待遇。

刘邦如此重视忠诚，但除吴芮及

其家族忠诚且得到以刘邦为核心的汉

朝廷认可之外，反观其他人，都或多

或少有不忠的问题，有不能始终如一

坚持忠诚的问题。有的直接发兵反

叛，比如英布和臧荼；有的密谋反

叛，密谋败露后被诛杀，比如韩信；

有的有反叛迹象，而后叛逃匈奴，比

如韩王韩信与卢绾；有的在自己将领

献出反叛言论后，虽未直接反叛，但

逐步演化到自己也被认定为谋反，比

如彭越。

当然，汉初异姓八王中，吴芮及

其家族以外的其他人，反叛之前也曾

有过忠的表现。至少，他们都追随了

刘邦一段时间。特别是韩王韩信，楚

汉战争中的荥阳之战，他战败被迫投

降楚军，但当时一心向汉并于后来找

机会逃回汉军，刘邦不计前嫌且又重

新封他为韩王。而燕王卢绾，与陈豨

密谋之前都算是忠心耿耿。可惜，他

们没有做到始终如一。所以，有观点

认 为 ，“ 仅 有 忠 诚 还 不 够 ， 还 要 持

久”。忠诚，持久的忠诚，很重要。不

管是哪一方面，能持久都很重要。

谋公不足

行为动机是因公还是因私，是分

析八王沉浮故事的另一个重要关键

词。现有研究指出：“由公众的利益所

激发的动机比由个人利益所激发的动

机要好。”由于私利而动者，终归很难

有好的结局。所以，有关观点曾强

调：“以权谋公，可以长久。”

然而，汉初异姓八王中，那些因

不忠而失国与失王位者，有不少在某

种意义上是为自己谋得更多的人。可

以说，他们的不忠，也与他们为公的

动机的不足有密切关系。他们为了争

取和维持与扩大封国甚至为了争夺天

下等不恰当或不合时宜的狭隘利益，

不惜做出有损于代表国家的朝廷利益

的事、不惜置天下普通百姓于战争之

祸乱中。比如，当初随何策反英布

时，最打动英布的话，是那句“汉王

必裂地而封大王，又况淮南，淮南必

大王有也”，这句话让英布最终回答说

“请奉命”。又比如，汉五年冬，刘邦

与韩信、彭越约定会师不成，提出

“诸侯不从，奈何”之问，张良献计刘

邦，劝他允诺割地封彭越为王、巩固

时为齐王的韩信的王之地位，刘邦采

纳计策，“发使使韩信、彭越。至，皆

引兵来”。再比如，刘邦最为亲信的卢

绾，竟然为了长久地据有燕地，采纳

了臧衍向张胜提及而后转达来的、暂

且放过陈豨并与匈奴勾连的建议，“阴

使范齐之豨所，欲令久连兵毋决”。

汉初异姓八王中有的人为公动机

不足，当时也已经有人指出。特别是

在英布发兵反叛之后，薛公与刘邦关

于英布可采取的上、中、下三策的对

话中，有明确的记载。薛公列举了三

种策略，指出英布必然采取下策，并

对刘邦言及理由说：英布不会为天下

百姓及后世子孙考虑，即“布故骊山

之徒也，致万乘之主，此皆为身，不

顾后为百姓万世虑者也”。诸如此类的

为私利而叛乱行为，也被史家所批

评。《史记》在评价曾经的楚王韩信时

就指出，“天下已集，乃谋畔逆，夷灭

宗族，不亦宜乎”。

行为不妥

在古代官僚制组织中，上下级必

然存在地位与层级以及相应的权力配

置的不平等，这是必要的也是必然

的。然而，西汉初年的很多将领，都

或多或少地存在着没有摆正自身位置

的问题，进而由此生出了不少不恰当

的行为。吕后和审食其的一段对话中

就曾经指出：“诸将故与帝为编户民，

北面为臣，心常鞅鞅。”由于这一点，

以及其他一些与自身为人处世特征相

关的原因，异姓八王中也确实有些人

出现了言行不当的问题。

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发生在韩王

韩信、楚王韩信、燕王卢绾事迹中的

一些现象。韩王韩信，多次私自派使

者前往围攻自己的匈奴寻求和解，当

这种私自作出的行为被责备后，不站

在当政者的角度去理解并缓和与修复

关系，而是直接投降匈奴。楚王韩

信，滥用自己的向上影响力请求封张

耳为赵王，还请求封自己为代理齐

王，这些是显示私心之举，也容易留

下谋己而不顾大局的印象，进而影响

了彼此关系。所以刘邦在收到其请封

代理齐王的信时也曾“大怒，骂曰：

‘吾困于此，旦暮望而来佐我，乃欲自

立为王’”。而且，他还狂傲自大。所

以，司马迁曾扼腕叹息地评价说：“假

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

能，则庶几哉，于汉家勋可以比周、

召、太公之徒，后世血食矣。”燕王卢

绾，对擅自采纳臧衍反叛计策的张

胜，本来已上书奏请族灭之。可是后

来，在明白张胜用意后，却弄虚作假

判处了别人，开脱张胜及其家人，使

他们得以成为匈奴间谍。

情绪不当

为政者还需要具备良好的情绪管

理能力，在为人处世中有合理的情

绪。合理的情绪，需要建立在以事实

为前提的理智判断基础上，而不能建

立在以“我以为”为前提的主观臆断

基础上、图一时口舌或行动之快。否

则，必然导致不好的结果。就如有学

者指出的那样：“拥有较强负面情感体

验 （如害怕、愤怒、抑郁） 的人，也

更有可能使用低效的决策方法。”与之

相关的就是，必然会表现出不好的行

为、做出不合适的事。

在情绪管理方面，关于汉初异姓

八王的相关史料记载中，最有警世性

的人，主要有楚王韩信和淮南王英

布。楚王韩信，在被人告发遭捆绑

后，与刘邦对话时还颇有哀怨与不满

情绪地说：“果若人言，‘狡兔死，良

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

臣亡’。”在被降为淮阴侯之后，更是

心怀怨恨情绪，有对抗和不满之举与

言论。也就是史料所记载的，他“称

病不朝从。由此日怨望，居常鞅鞅，

羞与绛、灌等列”。反叛密谋泄露，被

吕后与萧何设计擒获后斩杀，斩杀之

前还图口舌之快地感慨地说：“吾不用

蒯通计，反为女子所诈，岂非天哉。”

最后，被诛灭三族。

与韩信的哀怨之气和对抗情绪不

同，淮南王英布则主要是不冷静不平

和情绪。他因降为淮阴侯的韩信及其

三族被诛灭而心生恐惧，又因彭越的

悲惨结果而大为惊恐。这些不良情绪

造成的心理压力与心理暗示，终于成

为其逐步发展到发兵反叛的重要助推

原因。所以薛公就指出，英布因韩信

和彭越的相继被诛灭而“自疑祸及

身，故反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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